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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想法不是因為民眾本應獲得更好的資訊。它是一種資訊權力，可以創造出新誘因的連鎖反應。
Fung, Graham, and Weil (2008: 2)


壹、前言
    自從網際網路基礎建設沛然大成、終端硬體和軟體應用無處不在，乃至雲端架構日益承受之際，現代民主政治的實踐就出現極大的改變，公民的角色、地位與影響力亦與日俱增，促使電子化政府的內涵，從過去G2C的單向過程，在極短時間內產生雙向互動的Web2.0，乃至現在出現公民端帶來相當豐沛的動員力量，從議題設定、輿論塑造，乃至決策形成，都成為一股「公民進擊」(civic engagement)的力量。[footnoteRef:1]如今又有Gov 2.0的倡議愈來愈受重視，政府做為一個提供創新和網路服務的平台，更使得開放政府的實踐，具有愈來愈迫切之必要性。 [1:  本文以公民進擊為題，意在強調政府的所有行為都必須依循既定的法律和制度規範來做，但網路時代下的公民聲音，卻有滔滔而來的進擊之勢，因而無論對民選首長或公務人員，都帶來莫大壓力。由於本文將｢公民進擊」視為「公民參與」的同義詞，因此以下為行文方便，將使用「公民參與」這個概念為主。] 

    從2010年9月25日白玫瑰運動為開端，到2013年5月9日廣大興事件、2013年洪仲丘案引發「公民1985行動聯盟」的白衫軍運動，到2014年3月28日的太陽花學運，都是近年來台灣公民運動的代表性案例，顯示台灣也出現一群虛擬世界的公民(cybercitizens)，以及一群網際網路行動主義者(internet activist)，不但可以號召為實體世界的抗議力量，甚至達到和政治人物分庭抗禮的地步(Hill and Hughes, 1998: 27)。直到柯文哲在2014年的縣市長選舉中當選台北市長，更象徵這股力量已可能帶來某種程度的決定性影響，並使「開放政府」一時成為流行詞彙，讓國人對開放政府的理念，有了高度的想像與期待。
    在虛擬空間內，網民透過極為快速地資訊傳播，形成一股認同和凝聚的力量，再轉換為現實世界的行動，使得無論是何種類型的政治行動者，都不敢忽略這股新興影響力量。從公民參與的概念來看，不同的參與層次代表社會和國家兩股勢力的交流與對抗，隨著資訊科技發展、理念傳播、政治和社會結構變遷等因素影響，不同時期會發展出不同程度的公民參與，但亦可能出現特定的典範盲點(paradigm blindness)，導致身處其中的人們習於該典範的文化觀和世界觀，以致面臨發展限制或難以解決的挑戰(Fischbacher-Smith, 2012)。
本文首先探討開放政府的概念，說明伴隨著資通訊科技的發達與普及，各國政府都無法迴避這個課題，而且勢必要處理開放政府下的公民參與課題。其次，本文以開放政府做為開放資料、電子化服務和e化參與的統合概念，探討台灣在這個軌跡上的演化過程，如何逐步實踐公民參與的內涵。接著，再檢視開放政府這項課題的背後意義與可能面臨之典範盲點。

貳、為什麼開放政府？
    開放政府本身並非一個嚴謹的學術概念，它來自許多概念與實務交錯而產生出政策主張或訴求，甚至形成一股改革的行動力量，促使政府朝向更民主、更清廉與更具有效能的方向前進。和開放政府常常相提並論的是透明性(transparency)，例如歐巴馬在2009年就任第一天發布的「透明與開放政府備忘錄」(Memorandum on Transparency and Open Government)[footnoteRef:2]指示：政府應該是透明的、參與的和協力的。透明意味著政府資料開放，參與意味著公民投入改善政府效能與品質，協力則是建立政府和民眾之間的合作關係與管道。 [2:  請參閱網址：https://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transparencyandopengovernment/。(2015/3/17查閱)] 

    2011年9月20日，巴西、印尼、墨西哥、挪威、菲律賓、南非、英國與美國共八個國家，簽署成立「開放政府夥伴關係」(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根據該官方網站的聲明，[footnoteRef:3]這項政策提案是要致力於： [3:  請參考該聲明網址：http://www.opengovpartnership.org/about/open-government-declaration。（2015年1月20日查閱）] 

1. 增加政府活動資訊的可得性；
2. 支持公民參與；
3. 透過我們的政府來執行最高的專業廉潔標準；
4. 增加新科技的管道以達到公開與課責。
    上述聲明顯示，開放的政府需要民間的參與合作，從而幫助課責的達成，此乃因為「透明性」這項概念，本身蘊含著公民和政府之間的課責關係存在，放到更大的架構來看，則可看到制度邏輯、資源和社會行為者三者構成的反貪制度變遷(Misangyi, Weaver, and Elms, 2008: 750-770)。
    檢視開放政府的內涵，它包含了資訊自由法律(freedom of information laws)、弊端揭發(whistle-blowing)、公開會議(open meetings)、機密軍事預算(secret military budgets)、電子治理(e-governance)、公共檔案(public archives)和績效報告(performance reporting)等議題(Piotrowski, 2009: 359)。可知其涵蓋的面向包含了科技、法律、政治、公共行政等面向，而實務上更可看到開放政府已經涉及現代政府和公民生活的所有層面，因此不易從單一學科領域的觀點來探討與規範。
    就台灣《政府資訊公開法》而言，它所標舉的是一種廣泛性透明(comprehensive transparency)的概念，而隨著巨量資料(big data)的累積、民眾資訊能力的加強，以及民眾希望減少和政府、企業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資訊不對稱現象，透明性就不再只是為了改善公共審議(public deliberation)和官員課責(official accountability)，而是將透明性的目標，透過企業或其他組織針對性地釋放資訊，以降低特定風險或績效問題，形成一種標的性透明(target transparency)的概念(Fung, Graham, and Weil, 2008: 5)。例如，彭渰雯(2012: 141-189)在探討石門水庫整治的資訊公開過程中，分別從廣泛性透明和標的性透明兩項概念，分析實務上的挑戰與侷限。此可說明當今各項政策議題，均可從開放、透明、參與、課責等相關概念切入，並形成不同以往的制度與程序。
    值得注意的是，開放政府可說是現代資通訊科技發展與普及之下的產物，它的發展和過去傳統政治發展的演進有著不同的路徑，因此除非抗拒資通訊科技和全球資訊網路的進入，否則任何一個國家恐怕都難以迴避開放政府的課題，特別是附帶而來公民參與壓力升高的挑戰。

參、開放政府的演化與公民參與的實踐
    公民參與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內涵之一，也是建立一種以公共利益為價值導向的一種「批判意識」之展現(Cuthill and Flen, 2005: 63)。透過對公民參與程度的衡量，吾人可了解一個國家在政治和社會等方面發展的成熟度。行政院主計總處自2013年8月首次公布國民幸福指數，其中一項就是「公民參與及政府治理」，希望衡量是否對社會產生歸屬感、信任感及包容力。[footnoteRef:4]其中除了投票率、法規制定諮商指數和參與政治活動比率，是和公民參與直接相關外，其餘指標涉及信任度和滿意度的測量，故無法直接推論到一個國家的公民參與程度。相對於此，Arnstein提供了理論上的參照點，她將公民參與分為無參與(nonparticipation)、象徵性(degree of tokenism)和公民權力(degree of citizen power)三個層次，分別有操控、教化(最低層次)；通知、諮商、安撫(中間層次)；合夥、授予權力、公民控制(最高層次)，一共八個參與階梯(1969: 217)。 [4:  請參閱行政院主計總處「國民幸福指數」專頁。網址：http://happy_index.dgbas.gov.tw/index.htm。(2015/2/15)] 

    我們亦可將此應用到虛擬世界的公民參與層次中，尤其可參考聯合國每年公布的電子化政府調查。在電子化參與(e-participation)這個項目中，使用三層級模式(three-level model)來衡量其被動到主動的程度(United Nations, 2014: 62-74)：
1. 電子資訊(e-information)：提供公民獲得公共資訊，以及讓公民擁有請求資訊的管道；
2. 電子諮商(e-consultation)：在公共政策和服務方面，讓公民有更多貢獻並進行審慎思辨；
3. 電子決策(e-decision)：透過政策選項的共同設計(co-design)，以及服務要素、提供型態的共同生產(co-production)，來讓公民具有權能(empowerment)。
    OECD在一份有關公民參與的報告中，亦從政府釋出資訊(information)、政府向公民諮商(consultation)有關決策的意見，以及公民主動參與(active participation)決策三個層次，說明現代民主國家的許多運作要素，是可以透過政府和公民之間的夥伴關係來加強，甚至取代的(OECD, 2001: 15-16)。
    無論是Arnstein的公民參與階梯、OECD的政府與公民夥伴關係層次，或聯合國的三層級模式，都指涉著政府和公民之間的關係，是從政府單向資訊流動，到政府與公民之間雙向資訊交換，再到公民主動甚至主導決策。然而，這三個層次雖可衡量公民參與的「程度」，卻忽略了公民參與的「要素」亦可能帶來影響。誠如King等學者指出，公民參與過程有四個主要因素，分別是(1)議題或情景；(2)行政組織的結構、制度和參與發生的過程；(3)行政人員；(4)公民(King, Feltey, and Susel, 1998)。在這四項要素中，值得注意的是「行政組織的結構、制度和參與發生的過程」此一因素，可視為一種銜接實體世界和虛擬世界的介面，值得後續再進一步探討。
    此外，由於服務提供(service delivery)是電子化政府的重要內涵，但從公民參與程度的角度來看，不易觀察到這個因素對開放政府的重要性。事實上，電子化政府的建置與普及，某種程度就是要取代傳統面對面的服務提供方式。因此，以下乃從開放資料、電子化政府和e化參與，說明開放政府的程度與要素，如何在實踐中演化。

一、開放資料
    資訊公開是提供廣泛性透明的各種政府資料，美國1966年就通過資訊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FOIA)，揭示除了法定例外，任何公民都有權獲得聯邦機關的資料。我國到了1999年通過的《行政程序法》，其中第一章第七節才有資訊公開之相關規定，並且到2005年才制定通過《政府資訊公開法》。根據該法第一條立法意旨所示：「為建立政府資訊公開制度，便利人民共享及公平利用政府資訊，保障人民知的權利，增進人民對公共事務之瞭解、信賴及監督，並促進民主參與，特制定本法。」該部法律雖希望促進民主參與，但從條文內容都著重在消極地公開政府資訊，而未積極提供人民更進一步的監督和參與管道來看，公民從中獲得的操作空間仍然不大。
    2012年11月8日，行政院第3322次會議決議[footnoteRef:5]指出：「政府開放資料(Open Data)可增進政府施政透明度、提升民眾生活品質，滿足產業界需求，對於各級政府間或各部會間之決策品質均有助益，可見其重要性，請研考會積極規劃，落實推動」。行政院組織改造後，就由研考會和經建會所合併成立的國家發展委員會，負責推動政府資料開放的業務。 [5:  請參見行政院院會決議網頁，網址為：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aspx?n=40A033D0C65F76EB&s=32B9ADA064C4506C。（2015/2/10查閱）] 

    圖一顯示台灣現行的開放政府資料的架構，有批評者認為這套架構使用魚骨圖的方式呈現，無法展現願景和方向，也無法提供績效評估和監測機制。但這個架構確實幫助我們了解開放政府資料所涉及的重要層面與相關課題。


[image: 政府資料開放推動策略圖]
圖一：台灣的開放政府資料架構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電子化政府計畫」網站，網址：http://www.ndc.gov.tw/m1.aspx?sNo=0028443&ex=1&ic=0000015#.VQvJy-G3hew

    不過，為了建構開放政府資料的共通架構，有30 個開放政府的倡議團體，2007年12月7日至8日在加州聚會撰寫成一份「開放政府資料八原則」(eight principles of open government data)，可幫助我們進行評估。這八個原則分別為：
1. 完整性(complete)；
2. 原始性(primary)；
3. 適時性(timely)；
4. 可近性(accessible)；
5. 機器可處理性(machine processable)；
6. 無限制性(Non-Discriminatory)；
7. 非專用性(Non-proprietary)
8. 免授權性(license-free)。

    在上述原則的引導下，如今已有愈來愈多國家朝這個方向努力，國內亦有學者建議指出：「在資料釋出的授權政策上， 或可考慮使用CC0，明示所釋出的資料集（無論其是否可被視為資料庫或是著作），皆已放棄所有權利、不作任何保留，達到實質上的公眾領域。」（李治安、林誠夏、莊庭瑞，2014: 74）。此乃未來值得努力的其中一個方向。
    然而，開放政府資料本身不必然是獨立存在的可欲政策，而仍應該審慎思索開放政府資料能否帶來有意義的參與和課責等問題。例如在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主辦的「網路發展趨勢研習營」，1月24日場次的一位主講者張維志指出，開放資料涉及到民主代表性、法律執行和服務提供三個面向。[footnoteRef:6]又如前文提及開放、透明、參與、課責等概念之間的關聯性，否則其「危險在於政府透過開放資料而獲得稱頌，卻沒有採取有意義的作為來促進課責。」(Weinstein and Goldstein, 2012: 41) [6:  請參閱國發會網站：http://www.ndc.gov.tw/m1.aspx?sNo=0062173#.VQvNi-G3hew (2015/2/1查閱)。] 

    再者，從公民參與的角度來看《政府資訊公開法》或政府資料開放的作為，可明瞭它主要提供單方向的資訊傳遞，增加人民知的權利和資訊獲取的可近性，是以僅能視為開放政府的一種基礎建設和整備，而需要更多應用與創新附加其上。 

二、電子化政府
雖然電子化政府可能涵蓋政府資料開放、電子化服務、e化參與等和開放政府有關的要素，但從開放政府的前進軌跡來看，台灣是先有政府資料開放，接著才透過電子化政府進行各項網路基礎建設，並推動電子商務、線上服務等服務，故而將電子化政府視為開放政府的一個演化階段。此處所謂電子化服務(e-civil service)，是指公務員運用資通訊技術(ICTs)從事其內部作業或外部公共服務之提供(Misra, 2008)。台灣在電子化政府方面的表現，多年來獲得相當高度肯定，例如West以財政部網站為例，指出該網站提供許多e化服務，而其出版品和資料庫的分類也極為突出(2005: 199)。在國際排名方面，根據日本早稻田大學和國際資訊長學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共同發表的報告，顯示台灣在2014年的電子化政府排名第18名(2013年為第8名)。[footnoteRef:7]而我國推動電子化政府的實際經驗，也出現在相關專書(Sung, 2012: 56-64; Pan, Chen, and Wang, 2012: 325-349)，成為向國際間推廣台灣經驗的媒介。 [7:  完整報告可下載自：http://www.e-gov.waseda.ac.jp/pdf/2014_E-Gov_Press_Release.pdf (2015/2/4查閱)。] 

綜觀我國電子化政府的發展，可分四個階段說明（行政院研考會，2013: 25-27），首先是行政院於1997年11月20日以台86經字第44872號函實施「電子化／網路化政府中程推動計畫」(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1997)，計畫期間自1998至2000年度。第二階段是行政院研考會於2001年公布「電子化政府推動方案(2001至2004)」(行政院研考會，2001)，以及「e化政府計畫」(2003至2007)」，該計畫後來納入「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數位台灣計畫項下。第三階段是「優質網路政府計畫(2008至2011)」(行政院研考會，2007)。現今則是2013年1月公布的「第四階段電子化政府計畫（2012年至2016年）」(行政院研考會，2013)。以下分就各主要計畫內容，從開放政府的角度來檢視電子化政府的內涵與問題。

1. 電子化／網路化政府中程推動計畫(1998至2000)
本項計畫之提出，象徵台灣正式進入電子化政府的規劃和落實的階段。根據

2. 電子化政府推動方案(2001至2004)
根據該方案對電子化政府內涵的界定，包含三個重點（行政院研考會，2001: 3）：
    （一） 在政府與民眾間應致力於擴增網路便民服務；
    （二） 在政府與企業間應致力於促進電子商務應用；
    （三） 在政府與政府間應致力於推動跨機關資訊流通共享，提升行政效能。

    根據該方案的說明（行政院研考會，2001: 5）：

電子化政府是政府機關運用資訊與通信科技形成網網相連，並透過不同資訊服務設施（包括電話語音、自動提款機、網際網路、公用資訊站等），對機關、企業及民眾在其方便時間、地點及方式下，提供自動化之服務。

    由上可知，此階段最主要的特色，就是運用資通訊科技來取代或替代政府提供服務管道，也就是「用網路代替馬路」的觀念。在這個指導原則下，政府在本階段的重點是強化公務人員的運用網路能力和各機關的資訊應用程度，使公務機關漸次朝向全面性的資訊科技應用，造就電子化政府的基礎建設。
    另外，該方案希望透過上網應用服務、資訊流通共享、資訊應用發展和基礎環境建設四項具體措施，來達成服務效能提昇、辦公效率提昇和決策品質提昇三項目標，但其基本理念是由政府扮演資通科技的整備者與便民服務的提供者。在電子化政府的架構中，公民不是進擊者而是接受端，形成此階段的典範盲點。
    
    3. e化政府計畫(2003至2007)
    根據「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第六章數位台灣計畫，主要重點除網路資訊基礎建設外，另外就是攸關電子化服務的e化政府，包括戶政、地政、稅務、監理、工商服務、企業經營服務、醫療保健、智慧財產權等線上政府服務計畫。

    4. 優質網路政府計畫(2008至2011) 
    本項計畫明確提出「公民e參與計畫」，其重點工作包括：
(1) 建置政府公報互動參與機制服務；
(2) 法制互動，落實公民參與；
(3) 推動「鑑往檔案 知新正義E 計畫」；
    此外，開放政府數位資訊，例如國土資訊、防救災資訊、公共工程、政府檔案等，仍是本階段的工作項目。

    5. 第四階段電子化政府計畫（2012年至2016）
    計畫中提到公平政策參與的內容包括：
(1) 擴大服務使用者的參與；
(2) 考量地方政府配合角色；
(3) 建立善用民間力量機制。
    這三點仍停留在公民參與的第一和第二層次，缺乏對公民角色的認知以及公民力量的肯認。換言之，即使是第四階段的電子化政府，主要重點就是e化服務的提供及普遍化，缺乏對於開放政府的策略性思維。總之，電子化政府和開放政府並非相同的概念，但前者是達成後者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且電子化政府本身也蘊含許多開放政府的要素，諸如資訊流通與分享、資訊近用權的擴大，甚至e化參與也包含在內。從前述電子化政府發展階段來看，政府資料開放、電子化服務，加上政府部門本身進行資訊化的改造，塑造了台灣今天的電子化政府面貌。至於比較軟性的要素，特別是前面提及的「行政組織的結構、制度和參與發生的過程」，它涉及了結構與制度層次的改造、開放政府的文化養塑、公民參與的內化接納等，則仍有待未來的發展。

    三、e化參與
    廣義而言，e化參與(e-participation)是指經由資通訊技術所支持的政府及治理過程的參與。從決策過程(decision)和產出(outcome)的角度來看，e化參與同樣對參與者和政府雙方帶來若干不利影響，諸如曠日費時，或決策結果遭力量強大之利益團體所支配等，但不同於傳統公民參與，e 化符合低成本、高效益的條件，端視政府如何運用這股力量來幫助進行決策(Irvin and Stansbury, 2004)。
    然而，無論理論能否證明公民參與對民主政治的好處，或透過理性來計算公民參與可帶來多少行政效能的提升，實踐公民參與的一項重要前提，就是政府本身對公民參與的真實態度，以及是否具備接納公民參與的文化，最後才是接納公民參與的機制與程序設計。有實務工作者指出，政府相關主事者在辦理開放政府的相關會議時，還不能善用網路，使得公眾諮詢「苟且零落」(徐子涵，2014)。這是否顯示是台灣現行e化參與的典範盲點，恐有待進一步實證調查來加以驗證。
    目前e化參與的現象集中在近幾年的一些社會運動與公共議題上，及至2014年11月29日九合一選舉時，競選首都市長的候選人柯文哲獲得廣大網民、鄉民和庶民的助攻，不但在虛擬世界中所向披靡，而且使開放政府成為流行關鍵字。以全國最高得票率之姿連任台南市市長的賴清德，在報紙上投書表示：

這是全新型態的民主政治思維，是以科技做為公民參與的介面，邁向一個「透明、參與、協力」的民主政府型態。(賴清德，2015)

    再從前述的演化脈絡來看，開放政府的理念是從資訊公開做為開端，配合電子化政府的建置，以及虛擬網路世界的大鳴大放，不但促進台灣民間社會公民運動的勃發，也造就柯文哲式的開放政府大行其道，並展開台北市局處首長i-voting遴選的政治實驗。前考選部部長林嘉誠透過報紙投書中表示：

電子治理係二千年之後的概念，全球推動電子化政府多年之後，由於資訊科技瞬息萬變，電子化政府之外，ｅ化民主、ｅ化參與、ｅ化選舉，已是必然的潮流。政府 部門由早期電子化政府偏向行政管理面，轉變為多元、兼顧政治及行政面向的電子治理。網路社會、婉君（網路鄉民）問政模式、公民社會、開放政府直接參與等蔚然成風。占領華爾街、北非民主革命，均顯現無遺。民主國家地方政府的間接民治走向半直接民治，i-voting盛行，均改變政治現象。加上全球經濟發展出現：不少國家經濟成長不佳、所得分配差距拉大、年輕一代相對剝奪感升高，沒有希望的明天，利用網路表達憤怒，抗議性投票此起彼落。

    此段話總結了開放政府的理念演進，實則和真實世界的政治經濟情勢演變息息相關。申言之，開放政府的目的是要解決當前政治、經濟和社會各層面的關鍵問題，因而從開源(open source)的經驗延伸出「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的概念：集合眾人之力，完成原本是專業少數人的工作。《連線》(Wired)雜誌編輯Jeff Howe，就稱群眾外包是「許多小部分的革命」(A revolution of many small parts)(Howe, 2008: 11)。
    換言之，政府不是解決問題的主要行為者，利用群眾的智慧、利用廣大網民的力量，可以比政府更有效地動員與解決問題。在太陽花學運期間，參與學運者就展現了群眾外包的力量，在短時間內完成一個大型、長時間學生運動所需的各項工作，無論是資源募集與發放、秩序維護、網站架設與訊息傳播，甚至各國語言的翻譯，都有條不紊地進行與推動。學生、零時政府、學者、燈光音響業者、民間團體與非營利組織等等，透過Facebook等社交網站、Line等即時通訊軟體，交錯成繁複而沒有定型的動員網絡，並且如同一個有機體般，因應外在環境的變遷與需求而不斷自我演化與更新，這就是群眾外包的力量，難以捉摸，亦無法用既定的型態去定義與認知。
    相對於群眾外包的分權模式，政府採用的集權模式則會受限於自身既定的能力(capacity)，包括人力、財務、行政程序、法令規章等等，都像受制於池子大小而無法伸展。相對而言，群眾外包模式的優勢在於這個池子雖然不大，卻連接了縱橫交錯的網絡，挹注了源源不絕的資源。
    然而，政府在實踐群眾外包的過程中，若缺乏有計畫的試行，或面對片面的專業性，恐怕也會衍生其他問題。再者，無論是開放政府或群眾外包，都存在著界線(boundary)問題：誰是群眾或被納入開放的對象？誰被排除在外？誰決定流入池子的質和量？在群眾外包的世界中，存在著難以事先訂定方向，也難以控制「群眾」行為的問題。更進一步的可能問題，開放政府概念下的這些「群眾」，有無可能組織化與結構化，形成另一種型態的宰制霸權？有學者早在2004年就為文指出：「那些有組織、有經費、有政策專業的利害關係團體(stakeholder groups)，反而可能是政府開放電子化參與的最大受益者。」(陳敦源、黃東益、蕭乃沂，2004: 50)。
    檢視過開放政府的實踐演化歷程，再對照Vigoda所提到政府和公民互動的演化過程連續體，公民的角色是從被統治者的身分改變為合作者和所有者，而政府和公共行政的角色，則從統治者走向被支配者，且兩者的關係類型也從政府單方強制，走向合作與公民強制(Vigoda, 2002)，可發現隨著政府資料開放、電子化政府建置，再到人民表達意見和參與的管道日趨多元，即使一個國家的民主自由程度仍不完善，仍有助於公民參與程度的提升，聯合國歷年的電子化政府調查，就支持了這樣的論點。

肆、打不過，就加入
    當政府面對的是無可捉摸的廣大網民，冷不防地就遭圍剿與修理，甚至許多難聽、無禮至極的言詞，在網路匿名的特性下也暢行無阻。前者是擁有神經中樞的蜘蛛，後者則是無懼身體任何一部分被切除的海星(洪懿妍譯，2007)，當兩者處於對立之勢，蜘蛛恐因疲於奔命而無從生存。「打不過，就加入。」這句俗諺或許提供政府在網路時代下的一個思考方向，也就是真心接納公民參與的力量，邁向實質的互動治理與參與治理。
    開放政府這項概念本身，隱含的假定為政府是被開放的客體；政府愈開放，則民眾愈有平衡的資訊、開放的管道與整合的力量，強化人民當家作主的可能性，進而增加政府效率與效能，並解決各項公共問題。這項假定忽略了民眾所關心或希望解決的日常生活議題中，涉及或希望課責的對象並非只有政府，因為企業、非營利組織或團體，在不同議題中形成不同的網絡。因此，開放政府的最大挑戰，乃是如何透過這個平台，形成向企業或非營利組織要求開放並向其課責的訴求。
    擔任「網路趨勢研討會」講者之一的徐子涵，曾在討論到人民參與的架構時指出：

台灣推動開放資料的組織對於網際網路的認知和使用，仍多處於電子郵件或是廣告宣傳的程度，因此在推動開放資料運動時，就會碰上無法提供架構，或是不知如何處裡架構層面的問題。 (徐子涵，2011)

以台北市長柯文哲所設立的公民參與委員會為例，其中問題在於這個平台本身只是一個媒介性質，所有的行政事務和程序，最終仍需回歸各局處進行處理，這就是e化參與最終面對的挑戰：它必須建制或吸納成為行政組織結構的一環，由各局處的承辦單位和人員在進行常規行政流程時就予以處理，如此才能真正達到電子化治理的目的。
    公共管理者或許認為e化參與時代的來臨，威脅了他們的權威、地位和專業性，而且也可能認為公民在沒有公共課責壓力下所發表的各種言論和要求，都是不負責任或「任性」之舉，甚至以訛傳訛所在多有，因而傾向抱持防衛心態而對e化參與有著戒心。然而，當資訊科技已走到普遍化的行動網路這一步，公共管理者既要對民眾保持一定信心(陳敦源，2009: 16)。從行政院國發會舉辦網路趨勢研討會的現象來觀察，可知政府官員已經邁出向網民學習的第一步。當公共管理者面對日趨壯大的公民進擊之挑戰，仍愈來愈願意勇於正面回應，那麼未來就愈可能走向超越回應性的合作治理(Vigoda, 2002)。相對地，公民也唯有在政府支持下，獲得資料開放、e化服務和各項行政支援，共同的目標和福祉才能達成。
    總之，網路時代的公民進擊策略，是以政府做出符合八項原則的資訊開放工作，做為開放政府的基礎建設，並在電子化參與的平台上，讓公民有機會在決策過程和成果上發揮影響力。最後顯現的公共治理模式，將是融合實體和電子化行政程序、融合實體社群和網路社群，形成有別以往的公共治理情境。Lovan等學者所歸納的參與治理原則，諸如整合性、策略導向、同工、多元範圍、反思性、資產為基礎、強健對話(Lovan, Murray, and Shaffer, 2004: 245-250)，也將在這種互動治理、參與治理的情境下得以實現。

伍、結論
    本文藉由開放政府的要素與公民參與程度之檢視，探討台灣在政府資料開放、電子化政府發展，以及e化參與這三項要素，顯示出開放政府的實踐與演化過程，既有實質成果的產出，但也有需要面對的盲點和挑戰。
    開放政府這個主題，與其說是個嚴謹的學術議題，毋寧從務實的腳步出發，讓它成為政府和其他所有非政府行為者，特別是致力於開放原始碼、群眾外包、網路社群等各種團體，藉由不斷的互動與激盪，逐步累積其運作經驗與內涵，使得開放政府所包容的民主、課責、效能等理念，能夠具備更豐富的風貌。
    檢視開放政府理念的實踐過程可發現，資料開放或電子化政府都是政府單方面可以完成，但還無法落實前述民主、課責與效能的目標。其中最需要克服的難題在於政府端提供的大數據，和公民端形成的分散網絡，兩者之間有無可行的介面幫助形成參與的架構與程序，否則政府可能愈來愈失去規則制定權，而虛擬世界的互動則變得更加多元，彼此的立場變得更加歧異。
    除了電子化治理和電子化參與兩者的介面問題，另一個有待處理的問題，就是實體世界和虛擬空間之間可能的衝突問題。在政府這一端，無論是政府和e政府、民主和e民主，透過制度和行政程序的改革，兩者整合問題或許較少。但面對現實世界的公民和虛擬世界的公民，兩者可能有著截然不同的世界觀、利益觀、生活觀，甚至使用的語言及人際互動模式都大相逕庭。當個人要區分網路與現實世界都可能有困難的情況下，政府如何架構出兩個龐大群體的相容介面，恐是未來值得關注的課題。
    透過本文檢視，開放政府的未來取決於政府和公民雙方的互動治理和參與治理模式能否建立，其中有賴於兩項條件的實現。首先是政府能否體認「打不過，就加入」的現實情境，使參與治理成為政府內部的文化和氛圍。其次，政府本身要建立以服務為導向的電子化政府，使網路基礎建設、資料開放、e化服務、透明化的行政程序以及相對應的課責機制，都能成為公民參與的後盾，使公民擁有空間、資源與管道，得以獲得政府資訊、接受線上服務、參與公共決策、合夥民主治理，如此的互動治理，才能塑造雙贏成果。
    總之，政府開門(open government)，讓民眾走進來；政府開竅(smart government)，讓社會活起來。畢竟，公民和社會兩者，才是政府存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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